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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焦人口空间均衡，是根据现阶段中国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对人口均衡问

题的复杂性作出有重点的简化。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宏观经济学的市场要素引申的人口空间

均衡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均衡、自然地理空间规定性影响下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间均衡，以及城市化进程

中居民点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等方面探讨机制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从价值维度探讨中国语境下的人口空

间均衡；从全国及各地人口空间均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及界定与测量方法等方面探讨人口空

间均衡在中国的实践探索。未来的人口空间均衡研究，应回归均衡本质，从微观个体迁移行为出发，将这一

具有很强应用价值的概念进行学科化、学术化探索；应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建构人口空间均衡的

科学评价标准；应在价值与机制两种话语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中搭建沟通的桥梁，建立一种能够将两种维度

关联的、综合的人口空间均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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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长期处于国策地位。人口规划通常是国家发展规划的先

导性内容，十分需要前瞻性的价值目标。2008 年前后，人口学家适时提出了“人口均衡”理念呼应了

政府需求，基本出发点是希望将“均衡”作为人口国策的价值目标，将综合人口国策完整地表达为建

设“人口均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三型社会，而后中国人口的中长期规划也明确了将长期均衡作

为发展目标。人口均衡包含人口自身的内均衡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外均衡，内均衡是指

在适度水平上的人口总量及其自然增长、机械增长，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人口素质及受教育程度，就

业就学及社会保障，人口区域分布等；外均衡包括人口与资源条件的匹配，人口与生态环境的适应，人

口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协调，人口与家庭婚姻及生育和谐等。人口学者习惯于关心也更加熟悉于

人口的内均衡，当人口均衡外延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时，人口学者往往觉得难以驾驭而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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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焉不详，或者简单托付于协调、平衡、合理等抽象概念，可认为当前研究对于人口均衡的理论和实

证基本没有摆脱内平衡的框框。

本文聚焦人口空间均衡问题是人口均衡研究的空间转向，是对人口均衡理论研究及人口均衡发

展战略规划实践中的外均衡特别是空间视角的强调。但人口空间均衡研究仍存在诸多困惑，即人口

空间均衡是什么？如何理解区分不同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当前人口空间均衡的研究看上去内涵是

丰富而全面的，但终难免以“适度”“协调”“合理”“优化”等近义类举来代替性质定义，对人口空间均

衡的本质内涵的探讨还稍欠一层。因此，对不同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含义展开辨析，探讨机制与价值

双重维度的均衡，既是均衡不同多义性统一的理论需求，也是实现国家人口长期均衡战略目标的应用

需求。把握了人口空间均衡问题，就把握了中国的人地关系宏观格局，也就把握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空间均衡问题，它能够有力地帮助我们缓解甚至解决新时代面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二　人口空间均衡的双重维度：机制均衡与价值均衡

 （一）机制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

在微观经济学中，均衡是指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就商品价格和成交量达成的

平衡，这种平衡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任何单方面的变动比如供给量增加或需求量增加，都会被市场力

量拉回到均衡位置，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或瓦尔拉斯均衡。另一个与之关联较大的是生态

学、地理学等领域中的生态平衡，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各类食肉动物、食草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比例

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状态，单要素在一定阈值内的扩大或者减少都将不可持续，会被自然系统拉回到均

衡状态。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均衡的原旨都是在供求关系和自然条件等外部力量作用下，市场

或生态系统实现或保持的稳定平衡，把这个意义移植到人口空间均衡中，学者所做的关于机制维度的

人口空间均衡探索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宏观经济学的市场要素引申的人口空间均衡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均衡

1979 年 Graves 和 Linneman 率先提出人口迁移的均衡概念，并以此描述宏观经济的市场要素特

别是个人（家庭）迁移引申出的空间均衡问题，家庭在任意两地获得的效用水平相等即为均衡，地区的

气候、种族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会对以收入为代表的经济因素起到补偿差异作用，否则个人（家庭）会

选择迁移。随后，西方学界尝试在收入、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之外探索人口迁移的缘由，并开创了空

间均衡模型及关于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激烈讨论（Graves, 1980; Evans, 1990; Harrigan & McGregor,
1998）。Graves（1980）构建的均衡模型试图在寻找经济以外的影响迁移流动的因素，提出地区之间收

入与失业率的差异反映的并非通常假设的实际效用不均衡，而是包含了对以气候因素为代表的空间

差异补偿，较好的气候条件可对较低的预期收入产生的负面影响起到抵消作用。Evans（1990）指出

1990年代关于迁移与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均是假设区域经济处于均衡态，个人对不同地区的收入、

地租及生活设施便利度差异不敏感，可将其资本化为工资和财产差异，但实证研究似乎证实区域经济

不均衡，区域间差异并未充分转化为工资和财产价值。Hunt（1993）强调迁移行为人的消费舒适性动

机，在受到任何不均衡干扰后，通过迁移产生工资、地租等补偿差异使人口分布迅速恢复空间分布均

衡状态。Schachter 和 Althaus（1989）的人口空间均衡假设一个地区迁入与迁出的总流量相等，因此净

迁移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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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在地区间的效用无差别，人口空间分布与其他自然或社会体系一样易受外

力影响而偏离均衡状态，但可通过市场和迁移的调整重返之前的均衡或达到新的均衡（范力达，1994）。
王德等（2003）从理想均衡状态下中国各地区理论人口与迁移潜力出发，验证了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

的均衡过程及机制研究。丁金宏等（1994、2005）提出人口在区域间的分布及再分布过程是社会物理

力在起重要作用，中国当代人口迁移流量、流向都有其背后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力量在推动或拉

动，其中资源环境力属于静力，社会经济力属于动力，个人身份条件、主观意志等是内摩擦力，迁移距

离、文化差异性等是外摩擦力。Casetti（2010）指出劳动力总是流向边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当边

际劳动生产率处于下降时，劳动力部门均衡会发生缓慢转移，实现由非均衡向均衡的市场演化；若城

市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是城市规模的非单调函数，在市场力量驱动下，就业城乡分布均衡格局会由农

村主导转为城市主导。孙斌栋、魏旭红（2015）认为空间均衡状态是指各区域间在收入、就业机会及

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质量的均等化；在人口自由流动状态下，当地区间达到 GDP、收入和生活质量等

人均意义上的均等化，劳动力流动才能达到稳定状态，即为“空间均衡”状态（陆铭、李鹏飞，2022），各
地区人均 GDP 各处均等时的人口分布状态即为理想的完全均衡人口分布（尹虹潘等，2014）。此类先

导性论文实际上更契合于西方市场语境的宏观和微观人口空间均衡。

2. 自然地理空间规定性影响下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间均衡

传统人口学中，有关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平衡等方面的研究，实质上也是人口空间均衡问题

的学术渊源，按照这个思路，人口空间均衡问题与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论是一脉相承的，传统人地关

系学说受环境决定论影响较大，“地”并不是只被动承受着来自“人”的压力，即“地”的承压能力并不

会因人类活动强度的提高而无止境扩张，其通过生态环境系统制约人类活动的强度与改变自然资源

供给的形式，继而影响人地关系的发展（杨宇等，2019）。人地关系论认为人口总量受区域独特的地理

条件资源制约，任意区域甚至整个地球均存在人口容量的“天花板”，因此人口空间均衡问题也对应

于传统的人口容量问题，但就发展意义而言，人口空间分布与发展相互作用。一般认为自然地理空间

规定性影响下的人口空间均衡是指人口与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环境承载力结合的相对概念（陈明星

等，2021；李佳洺等，2017），从人口分布层面而言均衡是人口数量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陈友华、孙永

健，2021），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供养的人口规模应与其资源承载力相匹配（肖金成、李军培，2005）。
吴瑞君、朱宝树（2016）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提出“均”是人口数量的均匀分布，“衡”是人口与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平衡，人口均衡分布要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不患不均，重在求衡”。

西方学者较早利用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格局。高达了 97.5%，城市分

布极不均衡（布鲁克，1958）。Alexander（1948）提出中国存在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长江

中部盆地和东南沿海五个人口稠密区，均符合人口聚集于低地的一般规律：土地平坦，冲积土容易到

达；在中国南方的树状分布格局中，人口向河谷集中趋势明显。有学者认为胡焕庸线两端 94% 对

6% 的人口分布悬殊差异反映的中国人口空间不均匀格局，是一种空间不均衡（王可，2011；曾永明、

张利国，2017；杨强等，2016）。由于中国自然禀赋、经济与政策等原因的影响，人口与经济主要向东

部沿海集聚（张建武等，2021）。2014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在谈论中国城镇化战略时，强烈意识到以

胡焕庸线为标志的地理约束的客观存在，认为中国东西部不仅是人口多寡悬殊的问题，更是经济、社

会和城镇化水平的高低落差问题，是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平等问题。①事实上，胡焕庸线界定的中国人

口空间分布格局正是自然地理空间界定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间均衡。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人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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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最直观的视觉存在，但是人口空间分布如果离开资源环境的基础和社会经济的空间内容，便只是

单一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可以评判其是否均匀，但无法鉴别其是否均衡。均衡问题看上去似乎是从平

均或者均匀状态引发而来，例如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的悬殊差异，揭示的是东西部人口分布的不均

匀、不均等，但此种不均匀或不均等却不能等同于不均衡性，相反这是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空间与社

会地理格局制约下的人口空间均衡。但若据此认为中国人口在东西部之间、各省区之间以及城乡之

间完全均衡，类似于经济学当中的“一般均衡”，那就走上了存在主义的歧途。

不同国家或地区都有自身独特的人口地理格局，且均可找到自然条件依据。受地理气候条件与

历史特殊性的影响，西班牙人口宜居区仅为 12.7%，人口高度集聚于首都马德里及沿海地带，空间分

布极不均衡，占比过高的无人区可能会影响经济活动在公司、部门和空间之间的分布（Gutiérrez, et
al., 2023）。欧洲移民首选地是美国东部尤其东北部，最早形成人口集聚区，随后向南、向西扩散，但

美国中部气候干燥，偏西地带有洛基山脉阻隔，人口密度显著低于东部，即使是西海岸，由于地理条件

和历史进程的滞后，人口密度也不及美东地区（Jones, 1990）。在埃及，受用地、降水等自然禀赋的严

格限制，人口主要聚集于“上埃及”（水源丰裕的狭长的尼罗河河谷）和“下埃及”（三角洲），人口增长

正在继续侵蚀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间的不平衡正是埃及面临的最大不平衡（Alan, 1952; Mubarak,
2008）。这一类的人口空间均衡实际上也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经济供养能力的稳定平衡状态，在工

业文明之前，自然系统的供养能力相对比较稳定，定耕生活方式比游牧有更高的人口生产力和家庭规

模（Lee, 1994; Locay, 1997），在西非萨赫勒地区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极为有限，而由于

殖民文化的介入，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人口总量不断突破自然极限，人口增长与环境限制之间的矛

盾突出（French, 1989）。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人类开发资源的能力提升，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在

拓展，地球、国家和区域的人口承载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由此建立起来的人口均衡实际上是一种更

微妙也更脆弱的平衡（Falkenmark & Widstrand, 1993; Meadows et al., 1972）。Wackernagel 等（1999）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构建了国家级的人口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相均衡的自然资本核算模型，在意大利

做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扩散应用到 52 个国家，成为人口空间均衡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个成功的研究

案例。

3．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点体系（聚落空间）的人口空间均衡

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在城乡之间、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不断

地交换、流动和重新分配，是不均衡力驱动下的空间均衡问题。城乡分布的代表性指标是城市化率，

城市化是动态进化的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密切关联，是由现代化进程所控制的城乡人口空间

均衡（Hu, 2002）。不同城市规模的人口分布表征着社会资源的市场分配秩序，规模大的城市数量少，

规模小的城市数量多，这也是齐夫序位-规模规则（Zipf rank-size rule）定义的人口空间均衡（Stewart,
1947; Mino, 1995）。齐夫规则意味着城市规模分布与城市序位存在反比关系，当城市数目足够多时，

城市规模分布近乎连续，但中心地理论却认为城市规模分布是分级不连续的，这就是克里斯塔勒规则

或勒施景观（沃尔特·克里斯泰勒，2010；勒施，2013）。城市内部的人口均衡分布由级差地租模式决

定，临近城市中心地价地租高，劳动者或家庭为分摊成本选择密集居住，形成人口密度由中心向外围

的同心圈层递减结构（Casetti, 1971; Burgess, 1926）。Miron（1979）将人口迁移与城乡劳动力市场运转

作为城市化进程基本动力，建立了城市人口增减平衡的人口均衡模型。Puga（1997）从产业结构及其

影响的商品交易成本的视角讨论不同职业的人口在空间中的聚散及区域人口均衡问题，认为高交易

成本行业倾向于跟随最终消费者，这一类职业空间会形成在都市区域的高度集聚，而低交易成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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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则表现出相当的“松脚性”（foot loose），职业空间分布更倾向于均衡扩散。Mojica 等（2011）认为铁

路网络是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不均的关键因素，结构化铁路网建设加剧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出，

也影响着国家城市结构和等级的变化；欧共体主导的欧洲铁路规划使得西南欧铁路网在促进新生产

与消费中心崛起的同时，也导致了部分边境地区的边缘化及资金、人口的不平衡分布。南亚的印度

文明聚落分布经历了从众多的小规模聚落和少量较大的城市中心转移到相对均衡的无核聚落模式

（Petrie & Bates, 2017）。
机制维度下的人口空间均衡强调的是一种理想的多因素之间的稳定平衡态，是一个客观视角下

的状态。人口空间均衡是通过某种机制达成的一种稳定甚至静止的结果，追求的是实现过程，此种过

程也是自然达成的结果，重点关注在市场机制下没有外力强制干预的人口自由流动达成的结果，此种

均衡是受人的行为的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或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形成的一种稳定平衡的状态，即达

成动态平衡的人口空间结构。

 （二）价值人口空间均衡的内涵外延与中国语境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包括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部分，内部均衡是指各要

素之间要维持平衡，各要素自身也要保持理想状态。比如价值维度的人口内部均衡是指实现人口总

量适度、素质全面提升、结构优化、合理分布及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等目标（翟振武、

杨凡，2010；张耀军等，2010），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向更高级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

（李建民，2010）；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的发展相平衡。人口发展

既不能落后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发展，也不能超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所能

承受的范围，一般认为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间表现，是人口分布结构的相对平衡（刘慧，2012；
王颖等，2011；穆光宗，2011）。

按照学界观点，价值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以结果为导向，强调结果是“协调”

“适应”“适度”“优化”“合理”等即为均衡。既然作为价值目标，倡导者就希望把一切关于人口的美好

愿望充填其中，让均衡成为匀称、美观、协调、合理、优化等的代名词，也变相造成了学术概念过度泛

化和无所不包。这一方面源于打造“国策配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恰好表明了人口问题远比资源、

环境问题更为复杂，能找到一个为多数人认同的价值共识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认为人口

均衡及人口空间均衡的提出以及研究热潮的出现，是中国人口学家与卫健委“共谋”的结果，其不因

学科发展“自然增长”酝酿产生，而是由管理需求“机械增长”催生而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空间均

衡缺乏科学性，只是其科学内涵需要更多的阐释和宣传，以获得全社会的认知和认同。

价值维度的人口均衡及人口空间均衡代表了中国人口学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理想追

求，可以说在人口学界开拓了一片中国学术园地，也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对人口学的新

贡献。这一话语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响应，纯粹的西方学者几乎都不涉及中国语

境的人口均衡领域，这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制度背景的差异性，中国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

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的分配国家资源、建设和谐社会的责任，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承担

着相应的学术责任，而西方的政府、学者都身处私有制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他们没有责任也没有意

识去策划和引导国家的人口发展方向。

 （三）双重维度: 机制均衡与价值均衡并存，但存在话语隔膜

广义的人口空间均衡，主要由价值与机制双重维度构成，但当前两种维度的均衡并行存在，且存

在话语隔膜。价值维度上的人口空间均衡研究更多地探讨价值目标和政策规范，是理想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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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可将其比喻成“优秀”的人口空间结构，但机制维度上的人口空间均衡不等同于价值维

度上的最高境界，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人口结构优化或合理分布，人口结构优化意味着人口成分在特

定符合价值导向的增减进出；而机制上的人口空间均衡只是人口数量在空间结构上的进出，并不含有

任何评判人口空间结构是否优良、优胜劣汰或消除“不优秀”人口结构的价值取向。价值均衡强调结

果，希望能达成优良或理想的结果；机制均衡则更关注过程，强调通过某种机制达成的一种稳定平衡

的状态。

辩证地看，中国目前关于价值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的研究也有向机制人口空间均衡研究学习借

鉴的地方，机制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分析大多建立在较为严谨规范的经济学、生态学学理上，注重从

历史过程和现实实证中寻找均衡的证据和均衡点所在，揭示了更多的机理性和规律性，而价值维度的

均衡研究更多地探讨价值目标和政策规范，有时失之理想化。

 三　人口空间均衡在中国的实践探索

中国语境的人口空间均衡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现实、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随着均衡

导向的确立，中国政府与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管理学者等开展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方法与实证研究：

 （一）关于中国及各地区人口空间均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学者们从国家与亚国家尺度如大区、省区、省内区域等区域层次对中国存在的人口空间均衡实

证问题作了诸多探索。张车伟、蔡翼飞（2013）构造不匹配指数分析 1978—2010 年中国省际区域数

据，发现区域不匹配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0 年先小幅下降，1990—2003 年大幅提高，

2003—2010 年开始稳步下降，2003 年是中国区域格局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拐点”，中国区域差距已

经出现收敛迹象。陈刚强等（2008）认为中国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不均衡发展趋势在区域间与区域内

部的城市间均有体现；局部区域人口空间集聚作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空间集聚趋

势体现了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聚，不均衡性提高；发达地区人口空间集聚呈现区域一体化趋势。彭希

哲、刘宇辉（2004）指出从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人口已严重超过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

的最优规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控制总人口的增长仍然有其必要性。曾永明、张利国（2017）探
讨了中国分县尺度人口分布格局演变与人口分布非均衡性测度，提出 1990—2010 年间中国人口空间

分布格局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胡焕庸线”具有顽健性；且人口密度两端极值缩小易被理解成人口空

间分布非均衡性在减小；但 1990—2010 年分县人口基尼系数的变化实际上代表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

正在加剧。李佳洺等（2017）提出 1990 年前由于户籍约束、“限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建设

导向使得胡焕庸线东南侧人口处于相对均衡状态，1990 年后迅速呈现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城市

群为中心的人口集聚格局。廖建辉、李钢（2014）关注了中国人口素质空间分布均衡问题，普查数据

显示人口素质空间分布整体上逐步趋向均衡，区域间相对差在逐渐缩小，中学以上学历人口空间分布

变化趋向收敛，小学以下学历人分布不平衡状态加剧。

大城市人口激增与均衡控制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相关研究在空间范围选择上往往聚焦

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北京当前存在人口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而城市的

单一中心结构是其产生“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中央在通州选址建设城市副中心，正是为对其进行

人口总量调控，继而推动人口均衡分布（李万亮，2018）。与北京相比，武汉人口空间均衡性较低，但就

其自身发展而言，武汉内部人口空间重构以及郊区化发展则导致城市人口集聚的空间差异减弱，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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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均衡性得到提升（冯健、张琦楠，2021）。在上海，资源利用模式比资源总量对城市适度人口规模

的制约更深刻，现代服务业发展会对上海适度人口变动产生先集聚后扩散的影响，继而进入深度郊迁

扩散发展阶段（任远，2005）。在广州，人口空间分布的圈层结构依旧显著，且呈现明显的向心集聚特

征，近八成新增流动人口选择靠近市中心居住，其“南拓、北优、东进、西联、中调”的空间均衡发展战

略收效甚微（翁艺丹等，2015）。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层面，人口空间布局不只是单个城市的问题，已

扩展到跨省区、跨地市的格局，并演变为城市体系和区域发展层面的问题（高向东、吴文钰，2005；黄
荣清,2008）。事实上在高度城市化地区，人口布局也面临国家层面上的两难选择，一是东部沿海城市

群经济发展条件优良，理应对中国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负起更多责任；二是就维护落后地区发展机会的

角度而言，中西部人口份额不能长期向下滑落（王桂新，2013；罗淳，2013；陈明星等，2016）。习近平总

书记就提出过与空间均衡发展相关的“胡焕庸线”东西侧所凸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①，

胡焕庸线揭示了东南与西北在发展水平、发展潜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似乎成为平衡协调发展的严

重障碍。刘慧（2012）比较了成都与北上广的人口发展均衡格局，认为成都的集中系数与不均衡指数

均低于北上广，表明一线城市更倾向于非均衡发展。浙江省人口与经济集中度的一致性较低，人口分

布和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性，说明其正在向后行业化时代迈进（顾佳丽，2014）。周炎炎（2015）认为在

单极驱动背景下，西部省会城市趋向于极化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空间人口的均衡发展。现有文献

多是以单个大城市为研究单元，假定空间同质性或空间相互独立，涉及跨区域或全国尺度的人口空间

分布研究较少，对空间相关性、依赖性及区域的差异性考虑得不够充分。

 （二）人口空间均衡在中国的界定与测量方法的探索

人口空间均衡具体内涵往往见仁见智，定量的测量更是处于探索阶段。茆长宝、陈勇（2011）从
人口发展与内部均衡度、发展梯度、可持续发展度四个视角构建人口内部均衡发展评价模型对西部

地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2000—2007 年西部人口均衡度呈增长态势，且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

但内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龚文海（2014）建立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体系和模型，实证发现中

原经济区人口均衡发展水平略微低于全国水平；内部各地市也不均衡，各指标发展程度也不均衡，指

出限制自身均衡发展的重要因子是人口质量与空间分布，人口与社会、资源的均衡状况是影响人口

空间均衡的最关键因素（龚文海，2014）。
人口发展及其空间均衡问题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建国后经历了空间均衡发展、非均衡发

展到较为协调发展的三个阶段（冷志明、张铁生，2009）。1980 年代前后实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差异巨大（景跃军、

张锦，2003）。20 世纪末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期调节东西部发展差距，但未达到预期效果，

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得以维持甚至放大，人口与经济、资源分布及区域人口结构等不平衡现象

仍较严重，只是相对于经济要素，人口集中度略低（王桂新、黄颖钰，2005）。肖金成、李军培（2005）构
建相对承载力模型计算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均衡状况，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综合资源承载力超载严

重而东部相对富余，且此种不均衡的人口压力状况有逐步加剧趋势，建议人口自西向东迁移。蒋子龙

等（2014）利用增量分析、不均衡指数等方法研究了 2001—2010 年中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聚与均

衡过程，认为人口与经济要素呈沿海沿江等空间发展轴集聚；人口与经济不均衡度先扩大后减小，整

体呈现向空间相均衡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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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等（2003）计算了国内分地区 GDP与人口分布基尼系数，指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虽极不均衡，

但此种不均衡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一致。沈续雷等（2009）指出 1995—2007 年中国分省市人口

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在东南和西北方向均呈现不均衡变化趋势。尹虹潘等（2014）认为

2005—2012 年中国以经济分布为基准的人口分布均衡度在逐渐提高且处于集聚化发展趋势中，应通

过聚集来促进人口与经济在更高水平的分布均衡。杨成钢、曾永明（2014）的研究揭示了人口流动地

理格局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性，同时也反映了人口区域均衡与经济地

理要素之间的呼应关系。

刘华军等（2014）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kernel 密度估计等方法研究了 1989—2011 年中国分省

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非均衡动态演进，指出人口老龄化存在中、西部低，东部高梯度分布的显著空间非

均衡特征。聂高辉、晏佳惠（2019）也使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人口老龄化空间

非均衡程度，认为西部空间非均衡度最高而东西空间非均衡差距最大。苏理云等（2018）基于 Moran′s
I 与泰尔指数对人口出生率的空间分布及差异作动态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出生率空间非均衡性自东向

西逐步提升；空间差异显著但在逐步缩小，且各区域内部差异显著高于区域间的差异。许淑娜采用地

理联系率、人口-经济不一致指数等指标计算了河南县域人口-经济空间分布的整体与局部不均衡性，

研究发现河南人口与经济分布局部不均衡在 1980—1995 年逐步提高，随后处于波动状态；不均衡性

呈现聚集的全局空间关联模式，人口极化聚集区不断扩大且空间上逐步聚集（许淑娜，2014）。当前研

究对于人口空间均衡度指标的构成要素有较好的共识，但对于具体指标的选取及量化方法缺少成熟

方案，现有模型多采用人口重心、基尼系数、Moran′s I 指数、洛伦兹曲线等传统指标，有研究尝试了

关于人口老龄化、人口与经济分布等空间均衡度的定量评价，但尚未建立科学的人口空间均衡度评

价体系。

 四　总结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总结

人口空间均衡是中国人口学界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共同策划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话题，学者

们参与了一些研讨，但更多地是从相关或相近领域切入的学术研究。国内学者在人口空间均衡学术

酝酿与学术概念的内涵外延、全国及各地区人口空间均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分析、均衡度

界定与测量方法的探索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而国外研究则在理论与建模方面作了更多的探索。但

囿于各自的学科背景与学术经历，学者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当前研究大多停滞在人口空间均衡的理念分析和价值倡导层面上，对其科学定义和学术内

涵的探讨还稍欠一层。人口均衡问题主要是人口学者、地理学者和卫健委热心倡导并组织开展研究

工作，人口学、地理学领域以外学者对此知之甚少。辩证地看，建立在较规范的经济学、物理学学理

上或追求人地关系协调的人口空间均衡研究，注重从历史过程和实证分析中寻找均衡的证据，相对更

为严谨；而将人口空间均衡与价值目标和政策规范结合，则失之理想化。

其次，研究视角过于宏观。过往人口均衡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上人口分布的均衡性与影响人

口分布的外部因子，鲜有研究着眼微观层面上人口迁移行为，缺少从微观的个体行为去构建人口空间

均衡的动力机制，然而人口迁移行为正是人口空间均衡分布的微观理性机制。且现有研究多假定空

间同质性或空间相互独立，对空间相关性、依赖性及区域的差异性考虑得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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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技术方法存在缺陷。现有的大量研究采用计量、统计、实证等方法，而计量统计方法只能

从统计上表述人口与资源环境或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无法将各个要素动态联系起来，因此目前仍缺

乏对人口-环境-经济-技术之间动态关系和动力学机制的研究，无法动态联系人口发展过程中的技术

发展和经济及资源环境影响，对人口的综合需求、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稍欠考虑，解

决问题的意识较为薄弱。

最后，人口空间均衡如何形成国际学术语境。当前中国人口均衡及人口空间均衡研究实际上是

存在话语危机的，一方面是人口学的均衡与经济学、物理学等其他学科在均衡术语的表达和运用上

各说各话，另一方面在国际人口学界，几乎找不到与中国学者旨趣相同的学术论文，有的只是一些与

人口空间均衡间接关联的话题，如以人为本、减少地区间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等，纯粹西方学者几乎

都不涉及中国语境的人口空间均衡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的政府、学者更多地是从学术本体生发话题，

其优点是学术话语体系自然连贯，但显然与中国学者在服务政府方面的学术问题上产生了话题隔膜。

东西方学者在研究技术路线上存在差异，西方学者因为缺乏政府的引导性，更多关注自下而上的实证

研究，特别注重个人和家庭的效用均衡。中国学者更多从政府的规划理念出发，自上而下地谈宏观的

功用，是宏观到微观；西方学者是微观到宏观，双方都有各自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如何融会贯通是重中

之重。

 （二）研究展望

文章通过回顾与分析国内外人口空间均衡的理论前沿研究，探讨新时代以人口空间均衡为重点

的人口均衡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局限性；结合中国语境，探讨人口空间均衡与中国本地应用的理论与现

实关联，力图为中国人口空间均衡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在今后的研究中，首先需要把人口空间均衡这一具有很强应用价值的概念进行学科化、学术化

探索，探究人口空间均衡的性质定义及其与经济学、物理学等相关学科中业已存在的均衡概念的关

联性与可类比性，研究需要回归均衡的本源，即供需平衡，并从微观个体行为的角度去解释这种平衡

状态，即通过微观层面上的人口跨区域迁移行为来刻画此种平衡，关注影响人口迁移的微观动力机制，

包括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条件差异，以及区域本身的地理位置等。唯其如此，方能使人口空

间均衡问题上升到比较纯粹的学术高度，纳入人口学的国际话语体系。

另外对未来在人口空间均衡方面研究的展望，也应包括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例如结合系统动力

学和计算模型方法，设计不同模型的动态耦合机制。当前人口地理学的研究较少涉及计算模型及系

统动力学，引入计算模型，使得人口空间均衡成为一个可度量、可比较、可规划的人口发展优化工具。

目前中国的人口学者、地理学者、规划学者都在寻找和探索人口空间均衡测量的方法和模型，运用系

统建模及地理分析工具，可为建构和分析人口空间均衡提供有效的方法，从而实现对人口空间动态均

衡模型过程中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之间复杂动态关系和机制的刻画。

其次，价值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是中国学者倡导的，并且在中国人口发展规划和管理运作中得到

应用，中国人口的中长期规划明确了将长期均衡作为发展目标，但是对于长期均衡特别是外均衡所表

现出来的问题的总结还不够深入、系统、突出，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关系涉及较少，都需

要比较准确可靠的实证依据。至于人口与社会经济方面面临的外均衡问题规划中涉及得更少，基本

回归到人口老龄化及相关社会保障等内平衡问题。可以认为我们对于人口均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

基本没有摆脱内平衡的框框，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如何建立合理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的中国人

口空间均衡格局，制定何种经济社会政策促进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这既是人口空间均衡不同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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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统一的理论需求，也是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与人口长期均衡战略目标的应用需求。

再者，对于价值与机制两种均衡，虽然直接针对的研究对象都是人口问题，但两种均衡并行存在，

鲜有对话沟通。研讨价值均衡的主要是人口学者和人口规划工作者，这类学者往往按照价值评判去

研究均衡；研究机制均衡则是地理学者和经济学者，这类学者则较少关注均衡的价值维度，机制与价

值均衡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并各自独立发展。目前学界对价值人口空间均衡已有诸多研究与见

解，但机制均衡在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或者说其发展重心仍在相邻学科。两者存在话语隔膜本身也是

历史发展的过程，客观地说是因为发展的学科视角不同，沟通条件也不够成熟。但尽管如此，两者仍

是相向而行的，机制均衡是通过过程寻求结果，价值均衡则是通过目标寻求路径。未来希望在价值与

机制两种话语体系的人口均衡中搭建沟通的桥梁，建立一种能够将双重维度联系关联的、综合的人

口均衡概念。具体而言，即从机制维度上的人口空间均衡入手，以价值均衡作为参数控制参量，阐明

机制与价值双重维度的均衡的互补关系。

最后，中国语境下的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学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共同策划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话题，学者们参与的研讨更多是从相关或相近领域切入的学术研究。而西方学者都身处私有制主

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较少有责任意识去策划和引导国家的人口发展方向。要消除中西方均衡

语境的话题隔膜，一方面需要加强沟通，传播中国的学术理念，另一方面也要学习西方学者，努力开展

政府话题向社会话题、学术话题的转化接轨工作。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需更多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

将西方自下而上的研究和中国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借用，寻找交叉点与共同点，达成共同的语境或话

语体系。具体到人口空间均衡问题上，需深入推敲人口空间均衡的学术内涵和科学标准，使之成为可

理解、可量化的学术指标，提升人口空间均衡理论的国际共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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